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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与世界古代文明图景

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施劲松

从 1921 年河南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开始，中国考古学走过了 100 年的历程。在

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

“100 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

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①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对于世界文明

具有深远意义，表现为中国考古学 100 年来揭示和阐释的中国古代文明成为世界文

明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与思想资源，中国考

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共同重绘着世界古代文明的图景。

任何一种古代文明都是在特定的区域内产生和发展的，因而具有地域性，在这

个方面，考古学最具说服力。所有的考古工作都是从一个具体区域开始的。从世界各

地的考古材料来看，无论是物质形态还是文化内涵也都有地域特点。但是，考古学研

究在揭示一个区域文明的同时自然会发现，任何一种古代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地产生和

发展，它总会与其他区域的文明存在着程度和范围不一的联系与交流，这就使得考古

学研究比其他学科更迫切地需要了解和认识相关的其他文明。即使对于在时空上缺乏

直接联系的文明，也有必要通过深入的比较来认识各自的特点，在揭示各区域文明独

特性的前提下，寻找人类文明的普遍性。再进一步看，在当今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

当我们的研究有能力超出一个区域、我们的研究意识和视野能够扩展到全世界的时

候，不仅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都应被视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而且区域史也应成

为人类共同历史的一部分，考古学家在不同区域所做的每一项具体工作，都是为了不

断丰富人类历史的内容和价值，向探索人类整体历史的目标迈进。从这个意义上说，

考古学这门科学可以并且需要突破地域性，最终指向全人类共同的历史和未来。

世界各区域的文明在世界文明的版图上都不可或缺，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个人

类的文明。那么，100 年来中国考古学揭示的中国古代文明如何融入世界文明的图

景？中国考古学如何参与世界历史的建构？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从两个

维度来考察。

 ①  《习近平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人民日报》 2021年10月 
18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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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考古学史中的中国考古学

第一个维度是世界考古学史。作为一门科学的考古学形成于 19 世纪。1950 年，

剑桥大学的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出版了《考古学一百年》，阐述了从 1840 年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 100 年间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百年间的重大考古发

现。①1975 年，丹尼尔又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 1940 年以后考古学的重大发展，并

将 19 世纪 20 年代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按石器、青铜器、铁器三个相互衔接的时

代序列布置博物馆的藏品陈列作为考古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开端，出版了《考古学

一百五十年》。此后，该书被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选用为考古学史教材，具有广

泛的影响力。丹尼尔在书中提出，史前学在地理上有两个开端，即欧洲和近东—爱

琴海地区；但史前学最终形成世界史前学则是在两件大事之后，一是印度、中国和

美洲史前文明的发现，二是旧石器时代的研究扩展到整个欧亚非大陆。为此，该书

专设“中国”一节讲述中国文明，内容即为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仰韶遗址和中国西北

地区的考古工作，以及安特生和其他学者对这些考古发现的认识。此外，关于中国

的重要考古发现还提及山东城子崖、浙江钱山漾、安阳小屯与后岗。②在新补充的

1945 — 1970 年考古发现中，中国部分又据《新中国的出土文物》增加了陕西蓝田

人、北京人、满城汉墓等内容，③同时介绍了郑德坤、张光直等学者研究中国考古

学的综合性论著，以及这些研究提供的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简要认识。④由这部世界

考古学史的重要著作可以了解到，一方面，早在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考古学家在

衡量史前考古学如何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时，已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还较为有限。这部书对于中国的考古

发现和研究涉及并不多，只简单提及考古发现的名称和引发的问题，对考古发现的

内涵与意义缺乏深入认识，显然不足以展现中国古代文明的概貌。

可以和《考古学一百五十年》进行某种比较的著作是 2017 年出版的《考古通

史》。⑤《考古通史》的编著者保罗·巴恩是世界著名考古学家，也是剑桥大学的

博士。这部关于世界考古的综合性著作，记录了考古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历程。

在书中展现的世界古代文明图景中，中国的考古发现明显增多。比如，“遥远的史

前时代”（400 万年前—前 1 万年）部分有周口店，“从猎人到耕者”（前 1 万—前

 ①   参见 Glyn E. Daniel , A Hundred Years of Archaeology, London: Duckworth, 1950.
 ②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255、262—267 页。

 ③   《新中国的出土文物》，北京：外文出版社，1972 年。

 ④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 333 页。

 ⑤   保罗·巴恩编著：《考古通史》，杨佳慧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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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年）部分有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址，“文明的曙光”（前 3000 —前 1000 年）部

分有中国早期文明（包括二里头文化、商王朝、三星堆文化）、郑州商城和安阳，

“铁器时代和远古世界”（前 1000 — 500 年）部分有丝绸之路、敦煌莫高窟、中国

古代王朝、兵马俑、长城，“中世纪世界”（500 — 1600 年）有从唐朝到明朝的文化

与艺术成就、唐朝、唐皇陵。对于上述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概况、内涵与价值、历史

背景与延伸意义等，也有更多的阐述。此外，书中还提及青海喇家遗址、商代青铜

器、海上丝绸之路等内容。人类史上的重要事件年表中也结合正文不时提及中国，

如旧石器时代的田园洞人，公元前 7000 —前 5000 年出现磁山和裴李岗这类小型聚

落，公元前五六千年开始种植粟、稻并饲养家猪，公元前 5000 年仰韶文化的发展，

公元前 3000 年良渚文化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的代表，公元前 2100 年夏王

朝开始，商朝大量出现青铜器，两周时期开始锻造生铁制品并使得战争冲突频繁，

汉代的炼铁炉开始使用水轮鼓风，汉唐与朝鲜半岛的联系与交流、日本遣唐使等。

这里列举上述内容是为了说明，相较于前部书，《考古通史》对中国考古发现的介

绍更丰富、具体。但更重要的差异不是内容、篇幅的多少，而是中国考古成果在世

界古代文明版图上所占位置。在早期的考古学史或考古通史著作中，中国的古代文

明更多是作为远东文明，也就是一种区域文明被单独介绍；而在《考古通史》中，

中国的考古成果和古代文明已被纳入世界古代文明的进程中，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

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脉络上的重要节点，由此呈现出来的世界历史更加完整，古代

文明更加丰富多彩。

比世界考古学史或考古通史的著作更能体现中国考古学成就的，是海外学术

界对中国考古材料的深入研究。近 40 年来海外关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性论著大量

增加，比如由西方著名考古学家撰写的《剑桥中国古代史》。①海外学者研究中国

古代历史和文明，正是基于中国丰富的考古资料，以及由考古材料显示的中国古代

文明的重要性。中国的考古成果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自是因为

1980 年以来中国考古学发生的深刻变化，即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以及

国际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入，这两方面的原因推动中国考古学成为世界考古学的

一部分，中国古代文明进一步融入人类文明的谱系。

二、中国考古学揭示的世界文化遗产

以上事例显然不足以说明中国考古学对于重绘世界文明图景的贡献，我们也不可

能从世界范围内梳理与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古代文明相关的论著并评估其影响。为此我

 ①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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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再换一个维度，即从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来认识中国考古学的意义。

世界文化遗产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

值的建筑群、人类工程和考古遗址等。世界文化遗产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为

全世界公认，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由世界文化遗产可以衡量一个国

家的古代文明成就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中国于 1986 年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从1987年至2021年共有56项世界遗产，①遗产数名列世界前茅。

中国的世界遗产中有 38 项为文化遗产，均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展现了人类

共同的历史，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它们大致分为三类，即全部为考古发掘的

遗存、部分为考古发掘的遗存、保留于地面上的遗存。

第一类古迹完全由考古工作揭示，包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良渚古城遗址，安

阳殷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元上都遗址，南方

地区元明清时期的土司遗址，它们是中国考古学 100 年历史上的重大发现，带给人

们关于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全新认识。

北京周口店遗址于 1918 年由安特生发现并于 1921 年发掘，这也是中国考古学

史上最早的考古活动，自此之后的发掘持续至今。周口店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出土了

70 万— 20 万年前北京人化石及人类活动的遗物、遗迹。人类起源是世界性课题，

需要世界各地的考古材料和学界的共同研究。由周口店的考古发现，可认识更新世

的人类在东亚地区的生存、发展、演化。

浙江余杭良渚遗址最早发掘于 1936 年，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现随葬大量精

美玉器的高等级大墓，2007 年以来在遗址中心发现一座城址，2009 年以来在城外

发现大型水利工程。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正是基于良渚遗址和黄河流

域、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的同时代遗址所反映的文明成就、社会发展状况、区域

间的文化互动，考古学家得以确定中华文明形成于 5000 多年前。中国考古学家根

据各地出土的考古材料，不断深化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认识，广泛、深入地考察

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城址、建筑、墓葬、刻符与原始文字，探讨农业与手工业、社

会分工与社会分层、宗教与礼制、武力与战争等。②考古学发展至今，考古学家已

普遍意识到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互不相同，也没有一个衡量文明的统一标准。对于

文明起源研究，中国考古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28 年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里程碑。殷墟是最早闻名于

世的中国古代遗址，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不仅发现了宫殿、陵墓、居址、道

 ①   参见世界遗产委员会官网名录，https://whc.unesco.org/en/statesparties/cn，访问时间：
2021 年 12 月 16 日。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10 年，第 780—8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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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手工业作坊，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确切文字和不计其数的精美铜器。即使在世

界范围内，殷墟也足以成为青铜文明的代表，可与其他古代文明的中心或早期国家

的都城相媲美。

西安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坑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兵马俑坑的发掘

始于 1974 年，目前发现有超过 8000 具形同真人的陶俑、100 多辆战车、数百匹马。

兵马俑坑所属的秦始皇陵有规模巨大的带两重垣墙的陵园，陵园内外有诸多陪葬墓

和陪葬坑。考古学家推断整个陵园有如一座地下宫殿。秦始皇陵呈现的不只是古代

帝王陵墓的巨大规模、复杂结构、惊人的随葬品，还有东方的艺术成就。位于今内

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元上都，始建于 1256 年，废弃于 1430 年，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经

多次发掘。元代的上都城具有离宫性质，由宫城、内城、外城、“关厢”组成，内涵

丰富。秦始皇陵和元上都这类从秦汉至明清时期的帝陵和都城，体现的是历朝的政

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成就，集中反映了中国在这些时期的

历史概貌。

边疆地区的文化遗产以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为代表。这些遗址点中，

辽宁桓仁县的五女山山城是高句丽的早期都城，建于公元前 34 年，20 世纪 90 年代

进行过调查和发掘。吉林集安市的国内城是高句丽的中期都城（3 —427），1975 年

以来进行过调查和发掘。丸都山城是国内城的守备城，198 年后逐渐形成完备的防

卫体系，该城 1962 年以来也经过调查和发掘。在集安一带还有分布密集的从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7 世纪的高句丽王陵和贵族墓，多为形制不一的积石墓和石室墓，有

的墓内有壁画。这些城址与墓葬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又反映出中原文化的影响。

另一类王朝中心区之外的特别文化遗产是土司遗存，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贵

州播州海龙屯、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我国西南及邻近的

鄂西南、湘西、桂西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推行土司制，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

所辖领地的世袭统治者。这一统治体系保证了国家统一的集权管理，也保留了少数

民族的生活和风俗习惯。土司制度最早可上溯到唐宋，地域上还涉及我国西北和东

北。上述三处遗址是土司制度的产物，遗存有土司城、军屯城堡、官寨、衙署建

筑、田庄和家族墓葬等。土司遗存在 20 世纪 50 年代即有发现，近年来因其独特性

而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在开展大量考古工作的同时，考古学界甚至提出了“土司

考古”的课题。①土司遗存具有鲜明的特色，反映了多民族的风俗和文化传统，体

现了文化的多样性传承、交流和国家认同。

100 年来，中国的考古学家发现、发掘的遗址数以万计，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的不过是如上几项，但它们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从王朝的中心到边疆的

广阔时空范围，勾勒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文明的概貌。

 ①   周必素、李飞：《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考古》2015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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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文化遗产的每个项目，都同时有地面上保存的遗迹和经考古调查、发掘

揭示的遗存。考古工作对于丰富这类文化遗产的意义，在 2021 年最新进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中就有突出体现。

史载泉州建于唐代，经宋元明清，城市不断增筑、修缮、扩展。今泉州城内保

存有大量的古建筑和宗教设施，地下埋藏着城防、街道、官署、寺院等丰富遗存。宋

元时期的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的起点，位于西航路和东海航线的交汇处，与数

十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交往除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外，向西可达红海、波斯

湾和东非海岸，在当时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因此留下了市舶司、港口、沉

船、瓷窑、瓷器等与远洋贸易和对外交往相关的遗存。这就需要在泉州开展城市考

古，不仅利用地上、地下的各类遗存重构古代的城市，更要通过所有物质遗存在时

间、空间、功能等方面产生的关联，建立起关于海洋商贸和对外交流的历史叙事。

考古学家参与泉州城市考古的规划，发掘了管理赵宋皇族内部事务的南外宗正

司遗址、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市舶司遗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德化瓷窑遗

址、海底沉船等，使泉州的各类古迹及其相关环境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考古工作

揭示出泉州城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背靠内陆，面向海洋；无论是过去沟通

东西方的港口，还是今天作为文化遗产，泉州都具有世界性。

这一类别的其他项目，“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为横跨欧亚大陆

的遗产，包括丝路沿线的帝国都城、宫殿群、石窟寺、古道、驿站、烽火台段长

城、防御工事、陵墓、宗教建筑，33 个遗址点中有 22 个在中国，其中大多离不开

长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类似的还有“大运河”项目，同样涉及多个经考古发掘的

遗址点。“明清皇陵”中著名的明定陵也是经过考古发掘的。第二类文化遗产中包

括石窟寺，如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大足石刻，考古学不同程度地参

与了对它们的保护和研究。

第三类文化遗产是地面上留存的古代建筑、园林、古城，如长城、北京和沈阳

的明清皇宫、北京天坛、拉萨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平遥古城、苏州园林等。即使

不是由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化遗产，也同样需要考古学的研究和阐释。这方面的例证

有对明清宫廷建筑的考古学研究。

以故宫、天坛为代表的明清宫廷建筑不只有实物留存于今，而且有大量的文

字记录，以及文献和建筑方面的研究，但这些都不能替代考古学研究。考古学家对

明清两代紫禁城与皇城、礼制建筑、皇陵等进行的系统研究，探究了明清各类宫廷

建筑的类别与源流、建筑的时间与空间关联、建筑物背后的政治、文化、礼仪、宗

教、社会、军事等，揭示了建筑设计理念所体现的天命观与礼制秩序所包含的科学

和艺术价值。①对古代建筑进行这样的考古学研究，将我们引入到历史、文化、科

 ①   孟凡人：《明代宫廷建筑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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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艺术的广阔空间，也赋予了这些建筑更多、更深的含义，使我们对建筑物的直

观个体感受上升为对历史的认识、对古人思维方式和智慧的理解。这样的研究还将

一项文化遗产由物质形态转化成知识形态，使之更为久远地保存和流传。①

这一类别中的其他项目也是如此。如“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古迹”，遗产点

有中岳嵩山及周围的汉代古阙、中岳庙、周公测景台、登封观星台等。要阐明何为

“天地之中”、“天地之中”的内涵，以及“最早的中国”的形成与这个区域的关联，

更离不开考古学。

三、用考古学建构全球史的可能性
 

世界文明图景的绘制是一项永久性工作，没有终结。就中国考古学而言，这

100 年来它让世界对中国历史和古代文明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在未来

还有更多的方面需要努力。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些考古遗址虽然已进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但对它们的发掘和研究远远没有终止。比如殷墟是我国持续发掘时

间最长的遗址之一，历经 90 多年和几代考古学家的工作，但对殷墟的探索不会停

止，遗址中的重要发现仍然不断更新着我们对这座古代都城和这个时期历史与文化

的认识。如上所述，那些不是由考古发掘揭露出来的文化遗产，也需要通过考古学

的研究去更深入、更多维地揭示其丰富内涵，赋予它们更多的科学价值。

在中国考古学诞生 100 年之际，中国考古学会与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了“百

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选出了百项最具学术意义和科学价值的考古发

现。②这些发现是中国考古学百年来发现、发掘的上万处遗址的代表，是揭示中国

文明、建构中国历史的核心。这其中还有许多发现需要面向世界，成为新的世界文

化遗产和文明图景。比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是目前所知的东亚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

城遗址，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文明的开端，考古学界由二里头追溯、探寻“最早

的中国”。③在这百项考古发现之外，许多遗址仍需要考古学家继续发掘、研究，

更多未知的遗存还埋藏于地下需要探寻。

从考古视角出发绘制世界古代文明图景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而会随着不断

增加的考古发现呈现出动态的变化。绘制世界古代文明图景也不是考古学的最终目

标，因为考古学揭示和研究的是人类过去生活的物质遗存，用这些材料拼贴而成的

历史图景往往呈现片断式或板块状的结构，即使将各区域、各时期的图景汇集到一

 ①   施劲松：《建筑与考古学的相遇——读〈明代宫廷建筑史〉》，《江汉考古》2019 年第 2 期。

 ②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国文物报》2021 年 11 月 5 日，第 7—16 版。

 ③   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年；《何以中国：公元前 2000 年的中原

图景》，北京：三联书店，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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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也不足以构成一部有着清晰、明确发展线索的历史。因此，如何充分利用考古

发现形成全球历史的叙事，是考古学研究在今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从 20 世纪 60 年

代开始，部分史学家开始以全球视野建构历史叙事，着重从文明比较的角度重写

世界史，把全人类的文化、社会生活的演进作为考察的重点，突出文化多元的合理

性以及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其结果便是诸如《全球通史》这类著作的出

现。①直到 21 世纪，全球历史叙事仍然是时代的需要。重写全球史离不开考古发

现与研究，同时考古学也要努力尝试用考古材料和自身方法建构连贯的全球史。

考古学要进行这样的建构，同样离不开多学科的合作，特别是需要与历史学结

合。在文字产生以前，人类漫长的历史和丰富多样的文化，都只能通过物质遗存体

现出来。在有了文字记录之后，历史的呈现方式变得复杂多样，建构历史的材料不

再只是物质遗存，文字记述不仅主导了对历史的书写，而且也为考古学理解和阐释

考古材料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和参照，考古材料则提供了文字记录之外的历史细

节和生活样态。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并不仅仅是物质遗存和文字两类材料互

补、互证那么简单。用文献书写、建构的历史是为某种“观念”贯穿的历史，因而

呈现出连续性。在纷繁复杂的考古材料中却不存在这样的“观念”，由考古材料建

构的历史可能具有多个发展线条，呈现出的是多元化、多层面的历史。因此，考古

学与历史学都在进行建构，但材料、方法、路径不同，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

其意义在于将不同的历史发展线索相交织，从而使全球史更加立体，更加丰富多

彩，更加贴近历史的原貌。

回到中国考古学，100 年前中国缺乏考古学专业人员，更没有正式的考古学研

究机构，中国考古学开创者面对的是空白的大地和迷茫的古史。经过几代考古学人

的不懈努力，今天的中国考古学所建构的历史、所绘制的文明图景已完全改变了人

们的历史观，考古学揭示和阐释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人类共同的历史。今天的中国考

古学正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新的 100 年的开端和起点是上个百年的成就，对于这样

的未来我们心怀期望。

（责任编辑：周  政）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 21 世纪》，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20 年。


